范文网 028GTXX.CN
[bookmark: _Toc1]春秋时代在历史上都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呢？
来源：网络  作者：寂静之音  更新时间：2024-09-15
春秋时代的认定，人言人殊。以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为例，二书均始于鲁隐公元年，结尾之年却相差十三年;而周平王东迁，至鲁隐公元年，尚有四十九年的时间差距。　　春秋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时代，也是王室衰微、政权下移的霸权时代。春秋初期约有一百四十...
　　春秋时代的认定，人言人殊。以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为例，二书均始于鲁隐公元年，结尾之年却相差十三年;而周平王东迁，至鲁隐公元年，尚有四十九年的时间差距。
　　春秋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时代，也是王室衰微、政权下移的霸权时代。春秋初期约有一百四十余国，到春秋中叶以后，只剩下几十个国家。在这场激烈的兼并与掠夺过程中，以楚、齐、晋、秦四国的势力最为壮大。
　　春秋霸主虽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不断更迭，但由于“尊王攘夷”的大旗和国家实力的制约，霸权很难长久为一国所把持。
　　春秋诸侯宛如走马灯一样，在争霸舞台上热闹非凡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春秋时代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发展，亦受到了深远的影响。
　　经济发展——旧制瓦解，土地私有
　　春秋是古代生产力发展的突变阶段，中国由青铜器时代迈入了铁器时代。冶铁手工业的出现，使生产力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，进而带动了其他手工业的发展。
　　农业上由于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，使生产力迅速提升，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关系;商业贸易和城市经济日趋活络，都使“井田制”和“工商食官制”面临冲击，而濒于瓦解;个体农民、私人手工业者、自由商人陆续出现，并形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，甚至逐渐影响到战国时代的面貌。
　　从生产力看，据考证当时已有牛耕技术。人们以坚固耐用的铁制犁耕作，再配合耕牛作为动力，不仅可深耕除草，更可开垦荒地、兴修水利，为农业带来巨大的生产效果。
　　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周平王剧照
　　从土地制度看，不仅“天子”不再能够控制天下土地，诸侯也不能控制国内土地。有权势者占田地为己有，农奴逃脱到偏远地区垦荒耕种的情形层出不穷。
　　至此，井田制度已全然瓦解。随着土地私有，各国政府为扩大收入来源，实施了赋税制度改革，以遏止“私田肥于公田”的不公平现象。
　　齐国实施“案田而税”，亦称“相地而衰”;晋国推出“作爰田”的改革措施;鲁国推行“初税亩”;楚国亦实行“书土田”、“量入修赋”;郑国“作丘赋”;秦国“初租禾”。
　　这些都是放弃实行久远的“井田制”，而承认“土地私有制”的具体措施。
　　与此同时，经济商业也在蓬勃发展，原本交易用的货币——海贝，已不敷使用，于是金属铸币开始大量使用;出现了一些富可敌国的大商人，进而打破了原有“工商食官”的制度。如郑国弦高、越国范蠡、孔子弟子子贡等。
　　人才流动——宗法崩溃，社会解构
　　西周和春秋前期，处在封建的宗法制度社会体系下，社会中的个人被牢牢地绑在宗法血缘关系的脐带之上，在政治与经济层面中，没有独立的个人风格。在这种背景环境下，人才的流动自由，被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。
　　到了春秋后期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，引发社会关系的震荡与变革，经济结构由宗法本位转变成家族本位;政治结构从依附关系转变成独立人格，为人才流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
　　结果到了战国时期，贤能之士对当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如以秦、楚而论，则分别是举用人才、人才外流的最佳诠释。
　　以秦而言，秦穆公因得百里奚，由余等，并国二十，遂霸西戒;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，而“举地千里”;秦惠王用张仪之计而“东散六国之纵;秦昭王举范雎而“蚕食诸侯;到了嬴政时代，任用李斯、蒙骜、王翦等异国人才，终能“振长策而御宇内”，完成一统中国的大业。
　　以楚而论，地大物博，物产富饶的楚国之所以衰落，人才外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。据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记载，从楚文王十三年起到楚昭王十年止，楚臣出奔的有：申侯、子哲、蔡朝奔郑;王孙启、析公、贲皇、申公巫臣、雍子、子干奔晋;伍子胥、伯嚭奔吴等等。
　　这批外流的人才，为楚国带来极大的危害。如王孙启奔晋，晋败楚于城濮;贲皇奔晋，晋败楚于鄢陵;申公巫臣逃晋，献联吴攻楚计，吴不断伐楚，使楚疲于奔命;伍子胥奔吴，和孙武一起，襄助吴王阖闾，五伐楚国，进驻郢都，楚昭王奔随，几乎亡国。
　　由此可见，人才对于国家的兴衰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足证招贤、用贤则霸;失贤、弃贤而衰，是千古不易的定律。
　　学术气氛——百家争鸣，学说蜂起
　　社会的大动荡从根本上改变了贵族垄断文化、“学在官府”的局面，导致“私学”兴起，使大批新兴地主、商人、平民子弟，都有受教育的机会，进而为学术自由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。
　　加之各国君主为成霸业，争相竞揽天下贤士，勉其著书立说，讲学论辩，更替学术自由提供了有利的政治保障。
　　各家学派相互流动、激荡之下，促进彼此的发展，酝酿成空前未有的学术自由气氛。
　　以儒、道、墨、法为主的诸子百家，纷纷著书立说，聚众讲学，议论政治，相互驳难，揭开中国文化史最光辉灿烂的一页——百家争鸣。
　　诸子之中，以孔、孟为代表的儒家，强调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提倡积极入世而独树一帜，成为时代的显学，后为历代统治者所重用，形成社会政治的理论基础。
　　墨家与儒家一样居于显学地位，倡导“兼爱、非攻、尚贤、尚同、节用、节葬”等政治主张，反映春秋时代下层民众的强烈愿望。
　　以老、庄为代表的道家，强调无为而治，追求个体价值与精神自由，形成独特、超逸的风格。
　　以商鞅、韩非为代表的法家，则主张冷静的分析与进化的历史观，主张法、术、势的结合，成为切实有效的政治理论，为后代的封建帝王制度，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　　地域文化——风格突出、各领风骚
　　春秋时期，长期的封建割据、封闭的自然经济、回异的地理环境、独特的各地民俗，使列国文化迈向独立发展的轨道，形成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文化景观。
　　当时的中国，可分成四个文化圈，分别是齐鲁、秦晋、楚、中原文化圈。
　　齐鲁文化，产生于齐鲁大地，是由重礼崇义的鲁文化和自由开放的齐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。
　　春秋时代，礼崩乐坏，王室名存实亡，天下争乱，唯在齐鲁之地，尤其是鲁，周礼的保存最为完整。正所谓“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”，因此华夏文化的重心移至齐鲁。
　　齐鲁文化因此而具备了正统性、伦理性等特质。影响中国文化的巨匠们，大都诞生于此，如孔、孟、管子、孙武、邹衍等，进而孕育出以鲁儒家为温床的儒家体系。
　　秦晋文化，可分为具鲜明功利色彩的秦文化和具积极开放、发展的晋文化。
　　从秦人祖先被西周统治者发配西迁到始皇统一天下，秦人最津津乐道的，无一不是对国计、民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，因而表现出了功利实用主义倾向的治国理念。
　　也因为如此，大批出身微寒却才华出众的非秦人士，才得以进入政治最高层，建功立业，如百里奚、商鞅、张仪、范雎、吕不韦、李斯等人，为秦国的强大和最后一统天下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　　晋文化不仅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，而且具备开放发展的文化观。
　　春秋以后的韩、赵、魏三雄法家人才辈出，如魏国李悝汇编的《法经》，是我国古代首部较完整的法典;韩相申不害为相十五年，“国治兵强，无侵韩者”;还有赵人慎到和援法入儒的荀况，甚至于韩国大思想家韩非，集法家理论于大成;而赵武灵王的“胡服骑射”，更融合了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，让中华文化有了崭新的面貌。
　　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秦穆公剧照
　　秦晋文化，在春秋以后，相互往来频繁，“秦晋之好”为两国友好的最佳诠释。东周以降，秦国虽然偏居西方，不常参加中原盟会，甚至被视为夷狄，但在“独霸西戎”的基础上，锐意向东发展，由于受地形限制和强晋的阻拦，无法称霸中原。
　　秦和东方诸国的通使聘问虽然不多，但和晋国文化的交流十分密切，因此秦晋文化在风俗上相通之处颇为常见。如两地都强调人民遵守礼法，以国事为重，且在“先王遗风”的熏陶之下，秦晋国君皆具有重礼仪、守信用、开通豁达的性格特质。
　　楚文化，有宏妙的哲理(如超逸的道家思想)、奇瑰的文学(如庄子的散文、屈原的诗歌)、精美的手工艺、独特的民情风俗，与其他区域的文化交相辉映。因此可以说，春秋战国时代是楚文化的鼎盛期。
　　中原文化，即周文化。以东迁后的周王朝为中心，包含周遭的郑、卫、曹、陈、许、宋、申等国。
　　周文化承袭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文化遗产。就文化层面而言，这里的文化、艺术较另外三个区域繁荣而进步，但是因为位居中国之中的地略关系，成为大国争霸的焦点。
　　除春秋初期的郑国之外，其余各国多不强盛。为了在强国夹缝中求生存，出现了不少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人才，是战国纵横家的“发源地”。
　　春秋在齐鲁文化、秦晋文化、楚文化、中原文化的多方交会下，释放出空前未有的文化光辉，它们彼此以兼容并蓄的恢弘气度，相互吸引、凝聚，才缔造出中华文化中多元又独特的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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